战胜一九四九年洪水
潘善之
1949年4月29日，吴江人民迎来了翻身解放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。1949年7月下旬，台风过境，太湖洪峰吞噬了县内62.5万亩农田。在这场人类与大自然的较量中，新生的人民政权经受住了考验。回首往事，只有共产党才是领导全县人民战胜困难的核心力量，只有人民政府才处处为人民排忧解难。

1、 灾情
我是1949年4月29日随部队南下到吴江的。5月3日，吴江县人民政府成立，我担任生产建设科科长。刚安顿下来不到一个月，梅雨季节就来临了。淫雨霏霏，铺天盖地，河里的水满了，低洼里的积水排不出去了。进入7月，涝情已经出现。当时，县、区、乡各级干部大多下到农村，一面开展解放后第一次夏粮征收工作，一面组织当地农民排除积水。

7月24日，台风过境，七、八级的狂风卷着暴雨直泻而下，太湖被急风推涌，湖水象煮沸的开水无止尽地崩毁湖区的圩岸。25日凌晨，风向转成西南，湖水由西向东溢出，直泻吴江境内。当时，朱帆副县长正在横扇。早上，他召开完当地干部和驻军干部会议，安排好救灾工作，就带领一批同志向太湖圩田出发，察看灾情。本来，从横扇镇到太湖边有12里多路，但他们只走了2里路，混浊的急水就已涌到齐腰，遥望西边白浪滔滔，水面上尽是连根拔起的树木、野草、漂散的家俱，四周哭声震耳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情，朱副县长立刻组织随行人员抢险救灾。

当时担任城厢区副区长的张玉堂同志，24日晚正住在南厍。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，25日凌晨，白茫茫的湖水由西向东推来，我们毫无准备，桌、椅、物品都漂起来，我们赶紧找船，只找到一只小船，同去的几个人好不容易爬上了那只船。风大浪急，船随时都有被打翻的危险，我们终于又摸到一根铁丝，将船固定在一棵还没被浪冲倒的树上，才算暂时安点心。

这次大水，一直涌入县城，东门水深2尺。现在水利局防汛指挥部的李飞工程师，当时正在东太湖。25日早上，他一看水势，赶紧连摆几渡奔回县里报告。等他带了驻扎在吴江城里的解放军和抢险物资，从西门出发时，道路已全部被淹，根本无法前进。下午，他带了上面派来的2只轮船第二次下太湖。原以为瓜泾港要好走些，但船到瓜泾桥（现称夹浦桥），水面离桥面只几尺，船根本无法通过，只得返回北门轮埠。他说，当时心里真是火急火燎，明知湖田圩子里刚刚翻身的农民在大水中挣扎，就是没法向他们靠近一步。

松陵联勤村农民马家驹（64岁）、张正坤（75岁）、汤志仁（67岁）、甘树伦（72岁），当时分别在湖滨的团结圩、天落荡（今松陵捕捞村）、北新圩等处。他们回忆说，那年连下了二个多月雨，水位到圩堤顶只有尺把。根据我们经验，太湖涨水比较平缓，而且一般湖水一来很快就退。但25日早上，风向一转水来得急，不到二小时就涨了二尺有余，来了又不马上退，屋里的东西氽起来了，人就爬到草棚顶上，连草棚顶都氽起来了。水一来，蛇都游到草棚顶上栖息。人、蛇共处一起，也不知道怕，主要是吓傻了。我们呆在草棚上，只好听天由命随风浪漂，一直漂到朱家坟（今吴模村）一带高地上搁牢才得救。那时，真正住在太湖里的人家不多，虽说各家都有只小船，但船小风浪又大，根本救不了急。朱老大一家13人，12个人上了船，人还没站稳，船就翻了，眼睁睁看着一家老小被风浪卷走。朱老五自己幸亏站在高岸上，才没葬身河底。水把他家的粪缸浮起来了，他跳进缸里，用把破油布伞挡雨，不停地把缸里的水往外淘，一直漂到高地上才得救，总算拣了条命。汤志仁说，那时我们住在北新圩，家里6个人，水来了，父亲顾着搬东西，我把两个孩子抱到蓑衣埂上，浪头打上来把69岁的老父亲卷下水，不一会就连个人影也没有了。自己家的小船氽掉了，正好氽来一只小船，剩下的5个人好不容易爬上小船，既没橹也没篙，只好让船氽，一直氽到三联三队的高地上才得救。他们回忆说，那次主要是毫无思想准备，否则那怕是抱住根粗点的毛竹，随浪漂也不致于送命。有一家老两口带个小孙子，老头挺有心计，水来了，把根粗毛竹插在地上夯紧，3个人抓住毛竹随着水涨往上爬，最后倒得救了。
这次水灾给吴江县造成了巨大损失。据有关资料统计，全县128万亩农田（包括当时尚未划入吴县的越溪乡）淹掉了62.5万亩，占全部农田的48.8%。今菀坪乡全部、横扇镇、松陵镇的湖田和部分高地、东太湖联合农场、部队农场灾情严重。另外芦墟区的周庄镇（吴江县当时仅管周庄极小部分）、同里区石泓乡和震泽区也遭到比较严重的灾害。沿太湖一线全部被毁的房屋有3100多间，半毁和大部被毁的有2950间，牛、猪、鸡、鸭、鹅等家畜禽损失5万余只。群众损失家具6450件，衣物10400件。根据群众举报，仅城厢区第7保、第13保以及平望区、横扇镇几个保有名有姓被淹死的农民371人（还不包括全家溺死和失踪无法统计的），无家可归接受登记的灾民1.6万人。
二、救灾
这是一次吴江历史上罕见的水灾。突如其来的洪水，对新生的人民政权、各级党组织、干部都是严峻的考验。已经在农村的各级干部立即转入救灾，县委和县政府组织在机关的干部奔赴重灾区领导群众抗灾。县长杨明、县委书记鲁琦，分别带人奔赴受灾各地指挥救灾。

朱帆副县长在横扇一面组织农民做木排，趁木排迎着风浪去抢救湖田深处的灾民，同时组织男女老少搬运木料和竹子，抢救就近的危险圩堤。风大浪急，材料又少，刚刚挡起的口子很快又被冲决。有一位干部，看到圩堤将要冲毁时，一时拿不到可以抵挡的东西，就奋不顾身地跳下水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上去。当时，农村实行土葬，材料接不上，大家就就地劈田头的棺材，用棺材板堵决口。在驻横扇的剿匪部队金山部队一连战士的密切配合下，横扇镇上的工商界纷纷投入了救灾，运来了木料，终于堵上了决口。25日上午，共救出4个圩子，4个坝。部队在金营长和朱副县长的带领下，组织20多条船，历时一天一夜，从树梢上，从漂在水里的草棚顶上救出433人。驻震泽的解放军出动250多名战士下乡，参加抢险。驻南厍的金山部队二连，组织抢救队赶到长板桥，水势险急，实在无法前进，就在桥上用竹杆和绳子救从上游冲下来的灾民，一天里救出了36个人，还组织当地农民抢救危圩，一个上午堵住了两个缺口，救出了100多亩田。在各地救灾中，全县共救出2726人。

26日，水势稍一平缓，各地立即转入堵埝抢圩，发动群众排除田间积水，抢救禾苗以减轻损失。由于此次水灾来势特别猛，苏嘉路以西一片汪洋，群众中不少认为用人车、牛车、风车车水无济于事，非用机器不行。出现了农民向乡政府要机器，乡政府向区上要求，区政府向县政府请求，使个别地区（如南厍）延误了时间，加重了损失。县委、县政府通过算细账，向各级干部说明，一时不可能弄到大批机器，10部人力车可以抵一部机器；5部牛车可抵一部机器；顺风时，3部风车可抵一部抽水机，打破了单纯依赖机器的思想，集中全部牛车、人车、风车日夜排水。全县出动3万多部“三车”，抽水机146部参加救灾。排水过程中，各地还解决了拥有高、中、低不同田的各阶层的不同思想，干部党员以身作则，使排水救灾队伍拧成一股绳，齐心协力去夺取抗灾胜利。

在排水过程中，驻吴江县的解放军金山部队始终冲在前。在震泽，27日天放晴，金山部队直属队组成300多人的抢救队，自带茶饭，到庄字圩等19个圩塘附近为农民排水。他们向因水太大信心不足的群众宣传，“排出一分水，就多救一分田，多收一分粮，多救一条命”。部队的战士大多来自北方，不会车水，就靠自己年青的体力边学边车。体力比较差的医务学习班，负责4部水车，抢救出了80亩田，特务队的施溪光、徐福昌、杨龙保等同志，负责一部车一直不歇，吃中饭的号子响了，还坚持车了好一会。由于战士们的模范行动，群众提高了排水救灾的信心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甚至拿起了钵头、面盆等积极排水。
由于全县各级干部带头，驻军部队的密切配合，经过二十几天的排涝，到8月22日，全县共抢救出受灾农田45.68万亩，占被淹田73%，实在不能抢救的有16.8万亩，占全县农田13%。

事情就是这样，在人类与自然灾害斗争中，各阶层就有自动集中应付灾害的本能。县委、县政府一面组织抢险，一面发动社会各界募捐，资助大批灾民。出现了部队同志前往抢救被大水包围的灾民，地方干部筹备收容，地方人士出来募捐，紧张而有条不紊的动人场面。经过发动，横扇镇一夜间即聚集救济大米350斤，麦子400斤，麦麸子50斤，南瓜400斤，暂时缓解了灾民的食宿问题。据统计，在这次救灾抢险中全县工商界共出借柴油3770.2斤，车油1204斤，煤油12068斤；县供销社联合社借贷柴油37600斤，毛竹598.5帖（每帖20—40支不等），木材2410根。一周内，募捐到大米38647斤，小麦25165斤，面粉116包，其他杂粮5263斤，柴草3343斤。还募捐到粮秣证66760市斤，人民币1323余万元（旧币，下同），其中市镇募集367万余元，县、区机关捐献26万余元，上海吴江同乡会捐助230万元，苏州市各界捐助200万元，无锡各界捐助200万元，苏南党政机关捐助300万元。此外，苏州专员公署防灾委员会还送来募捐到的旧衣物2687件、鞋子1240双及毛巾、肥皂等。

1949年刚解放时，还没进行土改，租种太湖田的大多是河南籍和苏北籍的农民。最终没法抢救的农田大部分是他们种的，更何况房子冲了，原来少得可怜的存粮也没了。虽然各界募捐了一些，但只能够救急，不能救穷。因此，当时县委、县政府面临最急迫的任务是安置灾民。各地都临时腾出一些公共用房，作暂时安置。通过调查登记，动员大家尽量投亲靠友。一部分原籍有亲友可以投靠的，就由各地政府发给路费及足够的干粮，由轮船送到苏州，转乘火车到南京，一直送他们登上回乡的车船。第一批送走了360人，第二批送走了434人，第三批送了436人。全县前后共送出灾民1230人。也有的灾民，洪水来前走得快，没在县内停留，逃荒到浙西山区谋生。汤志仁老人回忆时说，我带着全家逃到湖州靠太湖边的山里，晴天割山柴挑到镇上卖，一担柴可换回3升米，雨天只好去讨饭。堂堂男子汉，怎好张口去向人讨，走了几户人家没敢张口，就匆匆地走了。想想破庙里还有几张嘴在等着，徘徊再三硬着头皮去讨着点吃的东西，赶紧象做了贼一样离开那家好心人家。汤姓老人现在是在微笑中谈起那段往事的，但我们听的人总有一种苦涩的感觉。
大部分灾民是在1950年春回到湖田区的。县政府为了帮助这些灾民渡灾，通过县供销社联合社与上海合作总社取得联系，弄到2.4万袋面粉（每袋50市斤）、240块豆饼，缓解了灾民的粮食问题。由于各方面的支援，灾民们终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顺利渡过了1949年的深秋和寒冬。

三、生产自救
1950年春，县委、县政府组织陆续回到湖田区的灾民，并通过他们动员遣散在外的农民回来参加生产恢复工作。首先是以工代赈恢复圩堤。洪水中，全县被冲毁的圩堤有400多处。2月，县政府在城厢区南厍乡进行复圩试点，3月份复圩工程在全县展开。修圩采取按亩分方，按劳出工，按方得资，业佃分担，每个土方先发给工赈米1.5市斤。修圩中所需的民工以乡为单位统一抽调。城厢区湖田以圩为单位抽调民工统一修圩。没有劳力的富裕户则雇工挑土修圩，每方工资标准略高于政府的工赈标准。如黎里区每个土方给糙米4升（约6斤）。为了加快复圩进度，各地政府还尽量动员农户出船运土，规定大船每天按一个老方发给工赈米（一老方即长宽各一丈，深一尺，折合标准方约3.7立方米），小船按0.5个老方发给。

修圩工程面广量大，县成立了水利工程处。由县长兼任工程处主任，生产建设科长、民政科长兼副主任，下设总务、民力、工程3个股；各区都相应成立了修圩工务所，区长兼所长，下设总务、民力、工程3个组；各乡成立民工大队，各保成立民工中队，各村成立民工小队。城厢、大庙两区合并成立太湖生产救灾委员会，具体负责生产救灾和工赈修圩。城厢区由副区长张玉堂，大庙区由区委组织科长张健分别为主任委员。由于领导得力，组织健全，负担合理，群众拥护，工赈复圩工作进展顺利。到1950年5月，全县修复1969圩，完成土方102.6万立方米，其中东太湖圩田24.7万立方米，共发放工赈粮72万余斤。城厢、大庙两区11200余名民工参加复圩，共修42圩。湖堤经过培修，堤顶高度达到4米以上。每天，受灾农户的男劳力出工修圩，妇女和儿童则下河摸鱼捉虾，掺和着工赈粮糊口，在艰难中等待着播种和收获。
1950年5月，修圩告一段落，县政府及时向灾区贷放99万多斤稻种，帮助农民适时播种，并规定湖田当年只交打水费，不需另外交粮。宽松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几个月前还是水过狼藉的湖田，又披上了鲜嫩的绿装。灾民紧锁了几个月的双眉舒开了，他们更加相信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，跟着共产党，跟着人民政府向前奔，幸福的生活就在前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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